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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趙月枝
呂： 呂新雨

中國的現代性、大眾傳媒與工農的主體性問題

趙：	 我最早是因為你對中國工人階級主體意識的研究而逐漸熟悉你
的。你2005年發表在New Left Review上的文章，“Ruins of the 

Future: Class and History in Wang Bing’s Tiexi District”，1 引起了
西方學者的共鳴。同時，你還在研究農民問題。然而，在中國的
傳播學研究中，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工人階級及其主體意識一直
是一個被忽視的問題， 而對鄉村社會和農民主體性問題的研究也
很邊緣。那麼，是甚麼促使你研究這些問題，在研究中又有哪些
主要的發現呢？

呂： 九十年代中國最大和最觸目的社會問題就是大批工人下崗、大量
農民進入城市形成民工潮。中國社會中數量最龐大的兩個人群：
工人和農民，他們的命運因社會轉型而發生着劇烈的變化。工人
階級曾經是社會無可置疑的主流人群，工農聯盟是由憲法規定的
國家政治主體，但是他們今天卻變成了大眾傳媒和影像中的「社
會底層」和邊緣人群，其命運變化對於中國到底意味着甚麼？

  《鐵西區》這部紀錄片關注的就是曾經是主流的工人階級的命
運。鐵西區所在的東北承載了朝鮮戰爭和民族國家工業現代化的
歷史，與蘇聯、日本以及東北亞之間存在特殊的地緣政治關係，
因此，這一地區的工人群體在社會轉型中的命運具有特殊的歷史
意義。在這部歷時九個小時的「史詩性」紀錄片中，導演王兵將工
人階級主體性破碎的過程放在一種歷史凋零的狀態中來敍述，給
了我一個反思的機會，使我可以把很多歷史與社會的問題整合起
來思考。有學者批評我對這部紀錄片的分析是「過度闡釋」，特別
是不能同意用「階級」的視角來進行解讀。他們寧可將其視為一個
純粹的「藝術性」的作品，而不願將其與更廣闊的世界性的歷史和
政治關係聯繫在一起。可是在我看來，《鐵西區》最大的意義就在
於，它所折射的社會、歷史問題，它寓言式的工廠的廢墟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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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作為人的主體性的崩潰，揭示了一個我們曾經擁有的過去和
一個似乎是無法改變的現狀，並且向着未來發問。在這個基礎
上，我試圖去探討新中國工業化的歷史與整個人類工業文明發展
之間的關係，並重新理解所謂「藝術」與時代、社會以及人的主體
性的關係。

  我個人近十年來一直關注中國鄉村問題，在我看來，鄉村和
城市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是中國社會不可分割和互相制約的
整體性存在。沒有鄉村視野的城市研究必然有嚴重缺陷，而鄉村
社會是理解中國近代以來歷史和社會變革的關鍵和秘密，這才是
中國最大的現代性問題。

  在我所梳理的當代中國的新紀錄運動中，其主題大部分涉及
的是所謂「邊緣群體」和底層，也就是從主流媒體中日漸「邊緣」
和消失的工人和農民的群體。今天的主流傳媒中，這個人群主要
出現在社會新聞中，與礦難、犯罪、兇殺等等血腥的事情聯繫在
一起，已經淪為「物」和「他者」的存在。與此相對照，在紀錄片
中，他們的命運構成了對社會、時代的強烈質疑與反思，他們的
情感訴求被充分尊重，只有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的生活圖景才有
可能轉化成「我們」的生活圖景的一部分。今天，大寫的工人與農
民作為階級的政治地位已經被分散的、小寫的農民工、下崗工人
等作為個體的「邊緣人群」所代替。在我看來，中國工人階級主體
性的解體必須和中國的農民問題聯繫起來討論，他們的命運是歷
史性的，也是彼此關聯的。

趙： 你如何看待中國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底層社會運動問題，用甚
麼樣的理論來解釋這些問題？中國的大眾媒介與工人農民主體性
的關係怎樣？

呂： 社會運動的出現，與資本主義市場關係的確立有密切的關係，按
照波蘭尼（Karl Polanyi）的敍述，資本主義在它擴張的過程中，
必然會引爆社會的自我保護運動。但是，中國今天底層出現的社
會運動不同之處在於，它的合法性政治資源是以毛澤東時代的社
會主義遺產為源泉的，這就構成了雙重的挑戰。一方面，我們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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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目睹了大量此起彼伏的工人和農民的社會運動，可是知識界和
官方的話語體系並不承認這是一種主體性的體現，而是將這些社
會運動定義為「群體性事件」。這意味着我們不承認它的合法性，
不承認它是傳統社會主義工農主體性的某種延續，而是用另外一
種「去政治化」的話語將其遮蔽。另一方面，中國底層的社會運動
很容易被放置在市民社會維權運動的解釋框架下，被解釋為中國
在形成「公民社會」過程對國家專制主義的抵抗，是國家與社會的
二元對立的體現。這種解釋遮蔽了資本主義市場關係在形成過程
中對社會產生的暴力作用，以及這種暴力與國家暴力的結合，在
當代中國特別體現為城市化過程中土地資本化的殘酷進程；同時
也取消了國家—特別是一個以社會主義為認同的國家—對
於社會底層保護性作用的合法存在。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解釋簡
單地套用西方冷戰的思維定勢來處理中國的國家問題，喪失了對
中國國家內部複雜性的分析，也拒絕了對國家「左手」的鍛造。它
一方面用以私有產權為前提的市民社會理論來要求中國社會，但
是當這一由國家主導的私有化進程引爆了劇烈的社會矛盾的時
候，它又把國家推出去做替罪羊，宣稱自己站在社會的立場上。
但究竟甚麼是中國社會？中國具有西方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嗎？
簡單搬用西方市民社會理論，不過是把中國的問題收縮為城市的
問題，而離開鄉村視野，城市問題的根源其實是無法釐清的。我
仍然認同三十年代梁漱溟的斷言，他說中國是鄉土社會，國家是
融於社會之中的，不具備西方意義上的國家與社會對立的結構。
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都不能簡單地從西方對這兩個
概念的理解出發。西方的民族國家來源於早期義大利城市國家，
所謂市民社會的起源是與資本主義從城市國家到民族國家的發展
相匹配的，因為權力是從這裏出發去控制外在於它的殖民地和財
富。早期的資本主義需要海外貿易與軍事制度的配合，之後的資
本主義需要工業主義和軍事制度的配合，而現代信用制度則為超
時空的資源聚合提供了條件，這就使得都市必然成為資本主義權
力樞紐的聚集中心。中國傳統的國家是建立在鄉土結構上的，而
不是城市之上，它的市場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和手工業相結合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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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化基礎上的。經歷了二十世紀的革命和民族國家的構建過
程，這些傳統的社會結構在何種程度上發生了轉化？今天，究竟
怎麼樣理解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否
則，我們宣稱的社會立場就是一個可疑的立場。中國目前出現的
形形色色的社會運動，關鍵在於是否能夠為這個社會實質性民主
的實現開闢道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需要去尋找各種理論資源
來重建和更新我們的話語敍述，其中，理論與歷史、現實的互動
尤其重要。

  今天中國的大眾傳媒理論研究的貧弱，尤其體現在它面對中
國現實的時候。主流的新聞傳播理論界沿襲的是西方自由主義理
論，但是當用這些理論去解釋中國風雲變幻的傳媒變革的時候，
往往又陷於無語。因為在很大程度上，這是與如何解釋中國政
治、經濟、文化的整體性問題聯繫在一起的。傳統的馬克思主義
的新聞理論則陷入教條和僵化，往往淪為國家輿論宣傳的傳聲
筒。而大眾傳媒本身卻在經歷着劇烈的變動，國家、市場、利益
集團等等不同的權力都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到對媒介的爭奪中，愈
演愈烈。在這樣的局勢下，大眾傳媒與中國工農主體性之間的關
係是曖昧的，也是消極的，甚至是否定的。比如，最近幾年，政
府開始加大對鄉村的投入和反哺，包括廣電系統在鄉村的延伸和
覆蓋。但是這個過程存在着一個悖論，一方面「村村通」工程對鄉
村的投入是很大的，可是當農民們能夠看到電視的時候，他們得
到的卻是城市中心主義和消費主義對他們的改造。由於中國電視
的市場化發展，其財政收入完全依賴廣告，因此廣告商的目標受
眾日益成為電視的追求，中國大眾傳媒市場化發展的結果就是媒
體的城市化和中產階級化。投入卻強化了鄉村的解體，摧毀了鄉
村主體性的基礎。所以，大眾傳媒並非一個獨立的存在，而是深
刻地受制於整個社會進程。因此，研究中國的大眾傳媒就無法脫
離對這個社會的總體性的追問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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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傳播、新紀錄運動與社會「底層」表述

趙： 談到大眾媒介與鄉村的文化建設和農民的主體性問題，我們需要
反思的是中國大眾媒介的市場化改革造成了哪些社會後果？在西
方話語主導下的市場化的，城市化的大眾媒介對中國社會的階級
關係和文化政治產生了何種影響？

呂： 在中國當前的媒介研究裏面，媒介經濟管理的研究占主流地位，
它的目標是幫助媒體做強做大，學術研究成了利益集團的某種合
謀者。這些研究與中國大眾傳媒的市場化改革相互呼應，其結果
是大眾傳媒日益轉向城市中心化，為追求廣告目標受眾而中產階
級化，這構成了中國社會整體轉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與此同
時，工人、農民變成了被遺忘的人群，成了大眾媒體中被表現的
「他者」，而不再是主體性的存在。這樣的媒介市場化改革，本身
就是一個城市中心化的改革，也是城鄉斷裂的原因與後果。如何
真正建立大眾傳媒對鄉村的反哺或者是支持，是一個新的課題，
它關涉到文化與意識型態上的重構。中國的大眾媒體在所有制上
是國有化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有責任和義務為鄉村服務，前提
是需要有足夠的共識前提和輿論壓力，在這一點上，中國新聞傳
播理論界幾乎沒有甚麼作為，是令人痛心的。

  以中國的電視媒體為例，CCTV（中國中央電視台）是中國電
視的旗艦，其廣告市場佔據了中國電視廣告市場的三分之一強。
它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公共電視，但是卻需要承擔公共性的職責；
不是商業性媒體，但是它的生存和發展卻日益強烈地依賴市場。
如何理解這樣的現象？首先，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等同國家專制
主義機器，這是西方意識型態最容易認同的觀點。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無法解釋為甚麼央視會出現《新聞調查》這樣嚴肅的調查性
新聞欄目，而《焦點訪談》可以讓一個省部級領導丟烏紗帽。就如
同國家本身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不同力量的角逐，民主的空間是
需要盡最大的努力去爭取的，對於央視這樣的國家級媒體，需要
利用一切可能的條件促使它朝向有利於社會民主的道路走，而不
是聽任它以政治權力與市場的力量合謀尋租（rent seeking）。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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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有足夠強大的批評聲音，正是由於它的國有性質，就有足夠
的理由給它壓力，讓它必須承擔社會的公共性責任，而不是陷入
自身作為利益集團的訴求中。其次，我們需要打破媒介的市場化
是通往民主之路的幻象，打破為市場化改革進行合法性辯護的意
識型態力量，才能為實質性的媒介民主化發展開闢道路。

趙： 對媒體的批評的確很重要，但最關鍵還有一個批評的立足點與角
度的問題。如你所言，重要的是要通過對媒體的批評與改革強化
它的公共性與代表性，而不是簡單地用市場自由主義、甚至是市
場民粹主義的邏輯，盲目地「反壟斷」，甚至認為市場化「不徹底」
是中國媒體問題的根源。事實上，市場邏輯的深化與過度市場競
爭往往導致媒體話語對消費主義價值和有高消費能力的城市受眾
更進一步的偏向和對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民的忽視。你如何評
價記錄片在關注社會「底層」方面中的作用？

呂： 與主流大眾媒介的市場化改革不同，中國的紀錄片從一開始就因
為與社會「底層」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使得我所界定的「新紀錄運
動」成為歷史的重要見證。而新紀錄運動在發軔的八十年代末、
九十年代初，是由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力量共同推動的。我的研究
一直強調這一點，而不是僅僅關注「獨立導演」和「地下導演」，
是不希望落入某種西方的冷戰思維來解讀中國的現實。新紀錄運
動的第一代導演都不把自己看成是「地下」，他們說不是地下，只
是不同。而第一代即便是獨立導演，也和電視臺有着各種公共和
私人的關係，原因很簡單，他們需要利用電視臺的機器設備來做
自己的片子，也因此，他們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體制內紀錄片欄
目的出現。九十年代，正是在體制內和體制外交界的邊緣，是中
國電視最富有活力和創造力的交互地帶，這是我的研究不同於很
多西方學者的地方。九十年代是中國電視的黃金年代，中央電視
臺的新聞評論部是聖地延安，全中國有志於電視理想的同道從全
國各地奔赴這裏，而體制的彈性也為他們提供了成長的空間。今
天在央視起中堅作用的骨幹們，很多是來自那個時期。但是從
九十年代中後期，媒介市場化全面鋪開，制度日益朝着所謂「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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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管理的企業目標發展，這樣的空間就萎縮乃至消失了。
2008年末原《生活空間》的製片人陳虻因病逝世，他創立的《生活
空間》最早在央視確立了電視紀錄片欄目的合法性，並培養和感
召了一大批有激情、有理想的電視人。他的去世震動四方，因為
很多人把他的去世看成是中國電視理想主義時代的消失。但是，
2009年6月以來，央視重新進行大規模的改革實驗，被撤銷的新
聞評論部又恢復了，這次改革的動機是複雜的。但是有一點，就
是它並不是以單純市場為導向，而是有着強烈的政治訴求，在這
個意義上，是對媒體商業化的某種調整。雖然結果尚待觀察，但
是對新的可能性和轉機的出現，是不應該放棄的。我認識的央視
一批有理想有追求的朋友又開始積極建言建策，新的空間永遠是
需要去爭取的。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發現「新紀錄運動」的精神在
體制內的影響並沒有消失，而是成為新的改革推動力量。2

  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電視媒介的市場化推進幾乎扼殺了紀錄
片在體制內生存的空間。隨着DV的出現和技術的發展，新紀錄
運動開始不依賴電視臺的力量而發展壯大，更加具有草根性、
「底層」性 。但是「底層」並不是被當成「他者」和奇觀來表現，而
是建立起了一種 「他者」與自我的對話關係。所以新紀錄運動一
個重要的特點是，當它關注「他者」的時候，是試圖讓「他者」自
己出來說話的，是試圖賦予他們一個主體性的地位。另一方面，
很多紀錄片導演自己就來自「底層」，導演自身的平民化和多元化
是一個特別有意義的現象，它使得紀錄片在很大意義上成為社會
的自我表達。這些「自我」正是社會客體性的體現，它使得為改革
開放的宏大敍述承擔犧牲和社會陣痛的群體，這些社會的「客體
化」的存在，擁有了一個進入歷史的可能性，並在這個意義上，
使民主有一個實現和敞開的機會。

  很多紀錄片表現「底層」，不是帶着憐憫的或者廉價的人道主
義的關懷來表現苦難，而是對處於苦難中的人們的尊嚴致敬，並
試圖用鄉村的視野來反思性地批判城市。這樣一種「鄉愁」式的視
野在今天重新出現，實際上是對中國的城市化、市場化過程的一
個抵抗的姿態。這使得我獲得一個批判性的視角去反觀主流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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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如果媒體中只有城市、消費主義和強勢權力的聲音，那麼這
個社會一定是一個不民主的社會。在很多人的想像中，只要脫離
官方就意味着新聞的自由和民主，這就太簡單化了。一方面，我
們需要正視主流媒體的存在，這個空間是永遠不應該放棄的，很
多體制內的媒體工作者以頑強的理想主義精神在堅守；另一方
面，新紀錄運動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壓力，它逼迫主流媒體和主
流社會無法忽略這個社會「底層」的存在以及他們的訴求。

  其實，在新紀錄運動崛起的時候，我們並沒有使用「底層」這
個辭彙。1993年陳虻為《生活空間》寫的廣告語是「講述老百姓自
己的故事」。陳虻對他的編導們的要求是：要像對待自己的親人
一樣對待你的拍攝物件，這樣才能建立信任，才能讓拍攝物件不
在你的攝影機鏡頭前發抖，才能實現真正的「人文」關懷。不久，
批評者開始指責說當時的電視紀錄片過於關注「邊緣人群」。即便
是「邊緣」，也是在一個社會空間關係中。但是「底層」則意味着
社會空間關係的塌陷，我們和「他們」的分離。在我的印象中，這
個詞開始被大量使用是九十年代中、後期以後的事情。此時電視
紀錄片的欄目化生存由於激進市場化改革已經萎縮，取而代之的
是大量的法制類節目，充滿了犯罪、兇殺和血腥，這是作為「他
者」的「底層」及其「奇觀」浮出地表的時候。其背景正是中國社會
加劇分化，社會「底層」開始形成規模巨大的結構性存在。在這個
意義上，「底層」概念的出現是對已經完成的社會分化的追認，它
內在的視角和立場是中產階級和城市中心主義的。因此，在使用
「底層」概念的時候，需要對它的前提進行必要的清理。在我看
來，「底層」作為概念的出現，是需要追溯它的前世今生的，所謂
「底層」表述的人群，正是毛澤東時代的主流人群，從主流到底
層，包括了太多的歷史內涵，需要讀解。從人口數量來說，這個
「底層」依然是今天中國社會的主體人群，為甚麼他們卻成為底層
了呢？是甚麼樣的力量和意識型態把他們推向底層的位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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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心主義、階級與公共性問題

趙： 你曾經提到，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的現代化敍事已經成為中國社
會問題研究中最主要的方法論偏狹。那麼造成這種偏狹的原因是
甚麼呢？為甚麼這種西方中心的思路在這些目睹了了反帝、反資
農民革命的知識分子心中這樣根深蒂固？

呂： 經濟問題與意識型態問題是結合在一起的，在中國為甚麼「市場
化」能夠如此激進地被推進？這恰恰是新自由主義被信仰的一個
過程，自覺地把自己放在西方／美國中心主義的位置上來理解中
國和世界。比如央視2006年播出的紀錄片《大國崛起》，討論為
甚麼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
美國九個世界級強權大國相繼崛起，歷史腳本的撰寫是由中國的
歷史學家擔任的，這些強權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基本上就是世界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從發軔到完成的過程。這些過去的大國和現在
的大國為甚麼會成功呢？怎樣才是成功呢？因為他們發明了很多
好的制度，民族國家、市場、股票、銀行、信用等等，而殖民主
義和軍事主義的歷史只是輕輕一筆帶過。撰寫《大國崛起》的一位
歷史學家在和我討論這個問題時認為，今天不需要再討論殖民血
淚史了，這個東西我們從前已經說過很多，現在就是要師夷長技
以制夷，就是要把別人最好的制度建設的東西表現出來。可是西
方的制度創新不正是和殖民歷史、軍事主義互相配套才得以完成
的嗎？我們山西晉商的票號制度與現代金融制度非常接近，可是
他們最終並沒有變成現代金融制度，因為他們背後沒有一個殖
民、軍事的國家力量的支持。在一廂情願的想像裏，我們把資本
主義的崛起看成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把西方以自由民主為表徵的
一套意識型態看作是普世價值，而丟掉了我們自己的世界觀和歷
史觀。百度百科上網民對這部紀錄片的評論是：「以前在歷史書
上學到的和老師講到的說中國落後完全是由清政府的閉關自守所
造成的，其實我們換一種思維來看問題，其實中國在19世紀末到
20世紀初被列強蹂躪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3帝國主義成了歷史
的必然，資本主義成了世界大同的必有之路，這就是改革開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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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立起來的「常識」。在這樣的世界圖景中，討論中國的崛起，
是一件讓人擔憂的事情。而這樣的「常識」的確立，知識界與傳媒
界的合作努力功不可沒。

  在內部的民族關係問題上，我們強調所有民族要建立平等的
關係。當然不是說現實中完全沒有民族歧視，但是從政治正確性
的角度上，是絕對不能有歧視少數民族話語的，這在今天依然是
高壓線。從媒介再現的角度來看，西方的一些電影研究會說中國
的少數民族電影都是展示少數民族的奇異風景，好像是內部東方
主義。我覺得這完全是用錯了理論，我們是努力把少數民族文化
中美好的一面展示出來，而且是用它來批判漢族中心主義和城市
中心主義，恰恰是好萊塢一些電影種族主義再現的反面。不是說
這個模式沒有問題，但這個問題不是「內部東方主義」。西方用來
形容東方的那些東西，在中國內部的民族敍事中是正好反過來
的，它的政治性前提是所有的民族是平等的。這樣一種對內和對
外的平等關係的訴求是中國民族主義歷史性的內涵。

趙： 近些年來，中國開始逐漸興起「新儒學」，相關的討論也越來越
多。你是如何解釋大眾媒體和官方意識型態擁抱新儒學的動機和
影響的？

呂： 有很多學者指出，大眾傳媒中關於《論語》等經典儒家著作的解釋
存在很多謬誤。但是問題並不在這個層面上展開，而是這個社會
對這些價值觀產生的強烈反響成為社會危機的表徵。與此相類
似，當代中國的城鄉，各種宗教和類宗教以非常快的速度擴散。
這是因為傳統的組織資源和社會資源處在一個崩解的過程中，這
個社會本身在經歷着極大的陣痛，這就是這類「心靈雞湯」在大眾
傳媒中流行的社會原因。保守主義的出現是這些社會問題的一個
結果。大眾傳媒中，媒體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的宣傳本身是有價
值的。但當傳統文化被本質主義化，變成了社會的安慰劑，就恰
恰消解了傳統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性的價值層面。今天
大眾傳媒與媒體知識分子對新儒學的擁抱，迎合了這個社會釋放
心靈痛苦的需求，也起到了規勸這個社會桀驁不羈的反抗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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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要求，官方意識型態自然是求之不得。但是，它並不是解
決問題的方案，而是遮蔽和麻痹問題的「麻沸散」。指出這些動機
並不意味着我們不應該回顧和反思傳統，而恰恰給我們提出了一
個迫切的問題，就是我們怎麼樣去重新理解中國的儒家思想、知
識分子與中國政治哲學的關係？意味着需要重新清理這些傳統，
而不是用本質主義的方法將其遮蔽，或者重建一個顛倒的「西方
中心主義」。

趙： 在你的研究和思考中，你經常使用階級分析理論。在西方，階級
分析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批判學術的核心內容；對於中國學者來
說，這曾經是主流的分析框架。雖然階級分析不能解釋一切，更
不應被庸俗化和簡約化，從學術探討來講，這是一個不可或缺的
視角。而你剛才提到，一些學者偏偏是因為你使用了階級分析的
方法而不認同你對《鐵西區》的解讀。那麼，你能否解釋為甚麼

「階級」在當前中國學術界成為一個很少使用的，甚至招致反感的
辭彙？

呂：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毛澤東時代，國內的階級已經趨於消
滅，「階級鬥爭」卻需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在改革開放
30年後，階級分化加速形成的時候，「階級」卻似乎變成了一個禁
語，凡談及階級就被認為是要回到過去的時代。但是，由於社會
分化已經是現實，我們無法回避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重新思考階級
的問題。上海的學者王曉明總結說，八十年代的關鍵字是個人主
義，九十年代的關鍵字開始出現階級，而進入二十一世紀的關鍵
字則是國家。4其實，這三個階段是有着內在的聯繫性的。正是
因為有八十年代「個人主義」的合法化，才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鋪
平了道路，而市場化改革正是社會分化、階級分化的動力和原
因。但是，消解階級分化的動力，卻無法建立在對市場的崇拜
上，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一點並開始籲求國家的介入；與此同
時，中國的出口導向型市場經濟卻遭遇到海外持續的貿易摩擦，
全球化和市場化背後的國家角色也已經無法隱藏；而隨着西藏和
新疆的相繼騷亂，海內外更聚焦在如何理解中國作為國家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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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就是說，改革開放30年到今天，我們發現所有的政治、
經濟與文化的衝突與危機，都是圍繞着全球化過程中的國家角色
而展開的，媒介生產也不例外。在這個意義上說，個人、階級與
國家作為關鍵字的相繼出現，其實是問題不斷走向縱深化的過
程。

趙： 從1999年在西雅圖爆發大規模的反WTO社會抗爭運動開始到後
來的在巴西、印度等地舉行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大多數的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社會正義運動，從理論到
實踐都很少涉及中國。中國工人農民的抗爭無法跟這些運動和思
潮聯接。你認為這樣的情況最近幾年是否有所改變？另外現在我
們中國的社會運動跟全球社會正義運動的聯接有甚麼樣的可能，
又有甚麼樣的阻力？

呂： 中國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促使很多批判的知識分子關注第三世
界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社會保護運動，這一工作在
中國正在逐步開展。中國農民和工人的社會抗爭運動，應該說已
經在世界範圍內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裏問題的複雜性在於，
一方面這些運動很容易被納入到西方國際人權保護的政治框架中
去認同，並直接置放在與國家對立的位置上，從而很容易喪失對
其錯綜複雜的歷史背景的分析，以及糾纏其間的各種社會力量、
權力關係的分析，這就限制了而不是豐富了這些社會運動的政治
可能性；另一方面，西方的左翼社會運動很容易簡單判定中國已
經全面資本主義化，從而反向地隔絕對中國工人和農民這些底層
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運動的理解。因此，如何從一個廣闊
的、有縱深的歷史和現實的視野中，勾連今天中國底層的工人和
農民的社會運動與全球正義運動的聯繫，是今天批判的知識分子
的任務。

趙： 如何理解中國今天的社會運動性質，它們與歷史上的社會革命承
接關係，以及它們的公共性問題？

呂： 今天中國的社會運動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層面。正是因為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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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有其複雜性，它也有可能是中產階級的特殊群體的利益保護
運動—而這一類運動特別容易被界定為公民意識的覺醒和市
民社會的形成，相比較於工農運動而言，中國的自由主義學者和
大眾傳媒會認為這才是「民主」運動。而工農運動，不是民主問
題，只是「人權」問題。這其實是很奇怪的論調。

  從十七、十八世紀開始的世界革命的視野中看，按照馬克思
的說法，資產階級革命是資產階級在歷史的某一個特殊階段代表
全體人民的利益，率領社會去挑戰王權，這個階級是具有公共性
的。也就是說，當它以一個階級的力量聯合各階級共同創建民族
國家的時候，它具有公共性、正當性和普遍性。但是，資產階級
和公共領域的重合只具有歷史性和階段性的意義，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討論的西歐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再封建化」
從十九世紀末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的新聞觀也是一直是揭示和
批判這個問題的。在第三世界被壓迫民族尋求民族解放的過程
中，資產階級的普遍性、代表性就變成了複雜的、非自明的問
題。資產階級本身弱小，對帝國主義的依附性很強，社會分裂，
資產階級並無力量整合國家與社會，因此資產階級與公共領域即
便是階段性重合都是困難重重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的建國
動機主要來自於外來的帝國主義壓力，而不是來自直接的社會內
部的要求。因此，甚麼樣的政治力量可以代表社會說話，就成了
一個關鍵問題，這就是為甚麼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對中國社會
各階級的分析是國民黨、共產黨都共同關心的課題。這是中國革
命中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在這裏，國家的合法性、權力的合法性
的關鍵在於階級的代表性，而政黨又是這一代表性的組織形式。
按照梁漱溟的分析，因為國民黨在1927年之後，階級性和代表性
的問題就已經曖昧不清，導致「黨」不成其為黨，「黨制」不成就
變成了「個人制」，這是其腐敗和失敗的原因；而共產黨的成功正
在於它以無產階級的階級性為基礎，成功地鍛造了階級本身，並
以此為「主體」承接國權，完成了民族國家再造的大任。這個觀點
是值得重視的。正是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歷史階段，這一階級以被
壓迫的普遍性來伸張它的公共性和正義性，並逐漸贏得全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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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這一奠基在階級性上的公共性和正義性是解放後工農聯盟
的基礎。因此，以階級名義出現的階級鬥爭和階級霸權又是歷史
地、辯證地具有階級超越性的，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具有推動歷史
和發揮主體性作用的歷史條件。

  可是今天的情況已經複雜，政黨的代表性問題變得曖昧，各
種利益集團的博弈往往也是圍繞着政黨內外來展開，公共性的問
題成為當代社會民主危機的表徵。如果社會運動變成了各個特殊
利益集團的爭鬥，或者民主被界定為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但是
不同利益群體對公共領域的進入並非平等和自由，而公共領域卻
被理解成不同利益群體的博弈，那麼這個博弈過程是無法形成公
共利益的，這種博弈就永遠是強權的勝利，公共領域便是一個內
部瓦解的公共領域了，並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當哈貝馬斯討
論西方的公共領域重新封建化的問題時，其實並沒有能夠給出一
個解決的方案。但是，有意思的是，當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
被用到討論中國問題的時候，沒有人去說公共領域在資本主義世
界裏已經處於危機。哈貝馬斯說由於這種封建化的出現，國家和
社會的界限趨於消失，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的界限也已經消泯，
這些很少被討論。我們熱衷於討論如何在中國形成公共領域，而
形成公共領域的前提是先造就「市民社會」，擴大國家和社會的界
限，發展私有產權，因為市民社會是由城市的中產階級構成
的—這已經成為某種陳詞濫調，它來自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
子對「民主」的刻板想像。當然，這樣的對「公共領域」與「民主」
的想像，無法進一步地提出對當代社會公共性危機的批判性反
思。這樣的傳媒研究也無法揭示傳媒背後的權力博弈是如何限制
了中國傳媒公共性的形成，無法去討論在今天的政治經濟的格局
下，底層的工人、農民的利益訴求如何自由、平等地進入到大眾
傳媒中？「鄉村社會」與所謂「市民社會」究竟是怎樣的關係？說
到底，「公民」身份本身並不意味着他們就能進入公共領域，如果
只是一個被描述的「他者」，他們在公共領域裏就永遠是缺席的，
而這個領域就不再是「公共」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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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歷史的發展的確充滿了挫折與反復。在理論上，共產黨以黨報為
核心的新聞媒體制度許諾體現的是一種超越資產階級特殊階級利
益的公共性，也即無產階級公共性。這種公共性在原則上不僅包
含了工人、農民、婦女等社會群體的利益和主體性，而且包括了
中國作為一個從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獲得獨立的民族國家的主體
性。今天，面對中國媒體公權重新封建化和政治權力與商業利益
結合的現實，我們有些學者在希望推進媒體改革和重新構建媒體

「公共性」的過程中，不僅忽略了「公共領域」與獨立民族國家主
體性的關係問題，簡單地把「民主」意識與「民族主義」意識相對
立，而且避而不談公共性與階級代表性的辯證歷史關係，進而在
對中國媒體在建制之時的無產階級公共性宣稱採取歷史虛無主義
態度的同時，把哈貝馬斯明言的作為一個「歷史範疇」的「公共領
域」當作理想來追求，有意無意把這個公共領域前面的定語「資產
階級」去掉了，仿佛這個公共領域的主體就是的媒體人和他們所
賦予話語權的「公共知識分子」，最多包括他們所認同的、而且被
認為是中國民主主體的「中產階級」。這裏包含了甚麼樣的匪夷所
思的歷史與理論上的矛盾？

呂： 中國的黨報理論在中國革命與民族國家的鍛造過程中，為無產階
級作為主體性的構建提供了空間和動力，其建立在階級性之上的
公共性是這個國家合法性的來源，如你所說，在一個資本主義世
界霸權的體系中贏得了民族獨立，這在人類世界歷史中是獨特和
重要的現象。而馬克思主義黨報理論本身就來源於對資本主義公
共領域的抗爭過程，是對其公共領域意識型態霸權的批判 。但
是這樣的傳統在今天衰竭了，原因在於「階級」話語在當代中國政
治話語和意識型態中的退場，但是階級問題本身並沒有在現實中
消失，而是相反。「中產階級」成為市場主義意識型態熱衷構建的
主體，而工人和農民作為「階級」主體的存在確實是崩解了，因為
提供其主體存在的政治空間	傳媒空間消失了。我們總是控訴毛
澤東時代的黨報是宣傳和欺騙，所以要建立西方意義上的公共空
間，因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代表了普世價值，所以「資產階級」這個
詞當然要心照不宣地隱匿，否則我們怎麼能讓別人和自己相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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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呢。但是，中國的媒體改革走到今天，我們公共性究竟應
該如何在一個階級分化、利益分化的社會上重新構建？市場改革
本身能完成這個任務嗎？這些都必須被重新追問了。

  今天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是否再次具有代表全社會意志的公
共性？且不說這個新興階級的「原罪」問題，代表性和公共性意味
着超越本階級的利益，在今天的中國社會，我們並沒有看到這個
階級表現出這樣的超越性動機，而是相反。一個背負着國有資產
流失和灰色收入的新興階級，可以指望他們來代表底層工農的利
益嗎？如果不能，我們關於民主的想像到底是貴族的，還是平民
的？就大眾傳媒的公共性問題而言，我們首先需要解決不同利益
群體，特別是底層群體接觸和使用大眾傳媒的方法，在這個過程
中，他們才能夠體現出主體性的存在。這是中國民主的關鍵，因
為這涉及到的是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人群和他們的訴求。

  在我看來，今天中國最重要的社會問題依然是「三農」，是城
鄉斷裂。只有占最廣大人口的農民獲得主體性，才是這個國家獲
得主體性的時候。新農村建設加大基礎設施投入等等是有意義
的，但這並不能代替農民主體性的鍛造，鍛造本身需要有意識型
態的支援和文化建設的過程。歷史上看，中國工農獲得主體性的
過程並不是自發的，而是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理論
和工農相結合的產物。今天的農民主體性的獲得，仍然需要知識
分子、理論和農民結合的過程。如果我們回顧二十世紀知識分子
的歷史，就會發現，中國知識分子最優秀的傳統正是試圖超越自
己的階級和利益局限，去和中國的鄉村結合，和工人結合。無論
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或者梁漱溟這樣的無黨派人士，有追求、
有思想、有擔當的知識分子都不約而同走了這樣一條道路。最早
提出知識分子要與農民相結合的並不是毛澤東，梁漱溟先生二、
三十年代就探討過知識分子是做「民之賊」還是做「民之師」。「師」
的意思是有話語權的知識分子要幫助農民把疾苦喊出來，做他們
的耳目喉舌，幫助他們把主體性建設起來。所謂主體性的形成是
需要這樣一種結合的，鄉村和知識分子相結合是歷史性的。在今
天，我們要自問的正是：知識分子何為？媒體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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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使命

趙： 在當前中國傳播學界中，市場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的話語，傳媒經
濟學成為熱點，定量方法受到推崇。這一現象背後有着怎樣的知
識—權力結構？你覺得傳播政治經濟學面臨着甚麼樣的挑戰，怎
麼樣才能使傳播政治經濟學重新得到重視？

呂： 今天中國的新聞傳播學有強烈的焦慮。從事新聞傳播實踐的人認
為新聞無學，做新聞理論的人也覺得沒有前途。黨報理論已經過
時了，西方的客觀性理論、自由主義報刊理論甚至「公共領域」理
論，也介紹得差不多了，專業主義也被討論了一陣，再往下怎麼
走不知道了，看今天新聞理論方面的論文，翻來覆去就是這麼一
些詞。今天的新聞教育不教學生如何分析社會和確立自我，由文
人辦報傳統而延伸的人文素質訓練和社會理想教育也幾乎蕩然無
存，讓位於對傳播學「社會科學」方法的崇拜。而秉承美國實證主
義傳統的傳播學，在八十年代中期通過把「新聞」客觀化為「資
訊」，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就是為中國傳媒的市場化鋪平
了道路。今天傳播學最大的憂慮在於如何成為被認可的「學科」，
傳播學像個十字路口，不夠自治，不能形成自己的道統，無法劃
地為界，別的學科可以隨意進入，而我們卻進入不了別人的學
科，所以這個學科本身有合法性危機。但是，中國新聞改革的市
場化推進的歷史卻正是由這樣的新聞傳播學界提供合法性支援
的，回顧一下，就可以看到其互相配套的關係非常清晰。只不
過，新聞傳播學界的這個取向並非由它們自己決定的，而是由這
個社會主流的意識型態所確定的，那就是對新自由主義和市場原
教旨主義的認同。今天，學界熱衷於從市場和技術的角度討論新
媒體、媒介融合等，但其前提恰恰是傳統媒體完成了其壟斷和再
封建化的過程，是傳統媒體在政治層面上的失敗，才是網路上草
根民主得以崛起的原因。是網民的民主需求促使了技術的發展，
而不是相反。

  這其中，專業主義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話題，我們可以從
《南方週末》的變化來看。《南方週末》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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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底層關懷來豎立自己品牌。它成功地建立起弱勢群體代言、媒
體良心責任與市場的「正相關」的關係，並因此成為中國新聞改革
最高揚的旗幟。他們論證說，正是由於市場化的改革，才為這些
尋求正義的聲音提供了可能，市場可以抵制專制，使我們走出
「國家全能主義」。但是，這背後的重要因素並不被追究，那就是
正是由於激進市場化改革，才使得九十年代中後期社會分化驟然
加劇，社會悲情意識崛起，底層成為社會問題爆發的焦點，使
《南方週末》的成功得以可能。但是今天，市場化導致的權力重組
大勢已定，「專業主義」便開始談社會秩序，談社會規則和政治規
則的重建。他們開始自我背叛這種「底層」關懷，他們說這是新聞
民粹主義，是迎合弱勢群體對社會問題的不滿，現在該從這種
「社會對峙」中走出來。所以，要轉變成「專業主義」。他們認為
當時的報導都不夠客觀，太情緒化，太主觀主義，現在要寫「中
性」的符合專業主義的新聞，在這個意義上，新聞不過是一種行
當。 5今天，的確可以看到中國主流媒體變得很「中性」，更多關
注精英的問題，關注資本運作的問題，關注權力的博弈，但是這
些資本、權力和博弈，對於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究竟意味着甚
麼，尤其對於社會底層意味着甚麼？這些問題卻逐漸退場，他們
即便關注底層問題也願意更多是用「中性」的眼光。目前中國最主
流的報紙都變成了金融類的報紙，上面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專業術
語。專業主義本來被認為是對付「專政主義」最有力的工具，但
是，在實際的運用中，它成為媒體以市場的方式確立霸權的合法
性力量。我絕不是否認專業主義在具體的新聞生產中的意義，它
可以幫助記者在面對複雜的現實問題時，避免個人偏見的過度介
入，更多地呈現和揭示現實本身的複雜性和深刻性。但是，當專
業主義開始宣稱與理想、激情和民粹主義脫鉤的時候，我就無法
不懷疑這種「專業主義」在中國的使命了。今天，資本主義全球化
市場的發展，並沒有帶領我們走出「全能國家主義」，而是更深地
陷入對國家角色在世界市場中的依賴，中國是這樣，美國也是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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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主義的問題與傳播學進入中國的命運很相似。八十年
代，美國主流實證主義傳播學迅速接管了新聞學在中國的政治地
位，並建立起學術霸權，一時間，新聞被「資訊」所取代，資訊滿
天飛，恰恰是因為那個時代需要用「去政治化」的資訊概念來抵抗
新聞作為宣傳的功能，這給國家主導的媒介市場化改革提供了強
大的合法性，它直接體現在關於新聞改革的官方檔中。目前傳播
學界熱衷做的事情，不過就是用媒體的錢去生產資料，用政府的
錢去生產資料，再賣給他們。在中國媒介市場化的過程中，並沒
有足夠強大的批評聲音出現，這與傳播學與美國主流實證主義傳
播學的成功「接軌」不無關係。我們過度沉浸在一種想像中，那就
是把整個市場化改革看成是中國媒介解放或者自由的過程。一直
到今天，我們突然發現，市場化給媒體帶來了這麼多嚴重的問
題，已經無法迴避，我們卻缺乏足夠的思想資源來應對，導致整
個新聞傳播界在現實面前的失語。我覺得，這與我們缺乏一個傳
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直接相關， 這其中，尤其突出的是缺乏一個
反思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批判視野，無法把中國的問題與更廣泛
的全球媒體正義與民主問題勾連起來。但，這正是傳播政治經濟
學今天進入中國的使命。

趙： 我在Communication in China
6 一書中有關《南方都市報》等市場化

媒體在報導不同新聞事件中對宣導性新聞和特定專業主義準則的
不同運用的研究正好與你以上對專業主義的分析相輔相成。如我
與合作者在《維繫民主？》7 一書中所論，作為專業主義核心價值
的新聞新客觀性不但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姿態，而且構建了特定的
社會傳播權力關係與意識型態霸權。回到學術權力的問題上，以
傳播政治經濟學為基礎的批判研究的發展遇到甚麼樣的障礙？

呂： 有兩個層面，一個方面當然是學術權力的資源壟斷，已經佔據學
術資源的人會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來壓制「異端邪說」；另一方面還
是有一些學者發自內心地相信資本主義市場和新自由主義的東西
是對的，是普世價值，這使得他們本能地不願把視野打開，不願
意把政治經濟學的視野納入到他們對傳媒的反思之中，而只是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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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在媒體自律的角度裏，從媒體的內部來解決問題。這當然只能
是一廂情願。

趙： 他們之所以不願意把視野打開，接受批判的思想，是不是蘊涵了
對回到「過去」的杯弓蛇影似的擔憂？

呂： 當然有這方面的因素。中國的新聞學有一個特殊性，就是因為其
本身被壓制得比較厲害，所以它反彈的程度會比較大、時間比較
長。這就導致了一個後果，我們總是處在一個本能的條件反彈的
過程中，從而喪失了思考的深度。因為過去是那樣，所以就要反
其道而行之，它是正的，我們就是反的，它是反的，我們就是正
的。我充分理解這種「悲情」，但是如果不能脫離這種二元對立的
思維定式，就沒辦法進入任何另類視野來討論問題。這樣一來，
我們看上去似乎一直為脫離「過去」而努力，但實際上是更深地陷
入到被「過去」的控制中。這樣的一個二元對立的關係是亟需打破
的。

  可以舉個例子來說。我的一個博士生做的畢業論文是以《人
民日報》為案例來討論大眾傳媒與當代中國農村醫療衛生報導的
轉變，做得很認真，也很謹慎，查找了大量的資料和文獻。但論
文在盲審的時候被一位評審人槍斃了，所有的指標上給出的評判
都是不合格。其主要理由如下，「論文首先在標題上就值得商
榷，《人民日報》從創刊到現在都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不屬於
一般意義上討論的大眾傳媒」，「作為烏托邦經濟制度和意識型態
國家機器的產物，合作醫療已隨着改革開放成為歷史，和那個年
代所營造的制度神話『大慶』、『大寨』一樣」，「從大眾傳播的資訊
模式上來說，我們需要通過健康傳播的推廣來建構新的社會行銷
模式，而不是把廉價的意識型態幻覺和社會民粹主義當作社會未
來的路標。」黨報不是「大眾傳媒」？那麼整個毛澤東時代都不存
在「大眾傳媒」，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只有依託市場的才是「一般意
義」上的「大眾」傳媒，而「市場」的專制是不被看見的。毛澤東時
代的合作醫療是烏托邦和神話？是「社會民粹主義」？那麼我們今
天重建的農村合作醫療的制度設想從哪裏來的？是從西方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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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傳播」來的嗎？其實西方的所謂「健康傳播」指的只是健康知識
的普及及其行為的研究。在新聞傳播學界既有的敍述裏，《人民
日報》已經被界定為宣傳機器，它必須被當作虛偽的、不可以相
信的東西，否則你就是要回到左的過去，回到文革。這樣，任何
重新理解的努力都會觸碰禁忌。我終於發現，對《人民日報》的態
度是改革開放後新聞傳播學界建立自我認同的核心，這個認同的
想像正是建立在上述二元對立的基礎上的。該評審書的結論是：
「論文把西方左翼學者意在批判西方國家傳媒所有制結構的傳播
政治經濟學來分析中國執政黨機關報對群眾運動的宣傳性報導，
既缺乏符合邏輯的論證過程，又沒有表現出對歷史的應有尊重。」
如此「尊重」歷史的觀念，在新聞傳播界並不是個案。在這個意義
上，傳播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確是任重而道遠。

  在我的理解裏，中國的黨報系統是需要重新去理解的，這絕
不是否認它們曾經存在虛誇、宣傳等問題，而是需要去追究為甚
麼黨報會變得虛誇的歷史條件。其實，《人民日報》很多記者對事
實的尊重與群眾的聯繫是大大超過今天我們市場化時代的記者素
質的。我曾經建議我的學生去討論「人民來信」，在傳統黨報系統
裏，人民來信是很重要的部分，它是政黨和群眾建立聯繫的一個
管道。這樣的管道在媒介進入市場化以後萎縮了，變成了對新聞
線人有償獎勵這樣一種生產關係，這使得我們傳統的媒體和讀者
的關係完全改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黨報
和「人民」的關係？它是怎樣被轉變為今天媒體和「受眾」的關係
的？《人民日報》的制度設計，它的上情下達的功能，是與社會主
義政治制度及這個政黨的自我定位聯繫在一起的。當時的制度設
計本身有它歷史的意義，這個意義是需要重新被挖掘出來討論
的。它的扭曲和改變，都與這個政黨自身的變化聯繫在一起，而
這樣的變化又是與熱戰、「冷戰」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聯繫在
一起的。我們今天討論黨報體系曾經出現的問題，是要探討為甚
麼當時制度設計的承諾沒有被實現？為甚麼黨報在特定的歷史條
件下會變得僵化？這種僵化的歷史根源在哪裏？這些都是需要分
析的重大課題。簡單地否定，導致的必然是歷史的虛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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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中國社會公共性的重構，既需要打破單純建立在對
「市民社會」想像上的「公共領域」的迷思，也需要重新思考和總
結「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人民與公共性的關係。中國
社會的公共性並非只有等待「市民社會」來孵化。跳出這個框架，
就可以發現，在任何歷史時期，都存在着不同的公共性的空間和
方式，這些都是需要重新理解的政治遺產。今天的問題是，如何
重申民主原則，重構社會主體，重新思考國家、政黨與社會的關
係，並在一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裏構建新的公共性理念與實
踐？這是我們面對的歷史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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